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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主流文学中，人们常感叹再也找不
到《白鹿原》中那“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
不复现的”雪白的小鹿和冰天雪地中那绿油油
的小蓟给小说营造出来的巨大想象空间，那种
鲜活而自由的生命状态，把读者的心灵放归于
自由生命的空间；很难找到艺术想象力最大程
度的爆发带给人巨大的审美愉悦；人们也很难
再找到那一望无际的红高粱 （《红高粱》） 中
飞扬着的生命激情和欲望。想象力无拘无束的
翱翔，让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充满了希
望。遗憾的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各种功
利多轮驱动，各种诱惑纷纷招手，“谍战风
云”、“官场黑幕”等模式化故事充斥文坛，

《红楼梦》翻拍又翻拍、《三国演义》一再重新
演义、“荆轲刺秦”反复讲述，文学的想象力
日渐枯竭——

中国当代文学的萎靡，最主要的原因是想
象力资源枯竭。但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想象力正
蓬勃生长

当我们遗憾地注视着那些一度让我们对中
国文学充满希望的很多作家的想象力萎缩时，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正在蓬勃生长的想象
力——少数民族文学中让人震撼的经久不衰的
想象力。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
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上天啊，叫我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灵啊，我的身子正慢慢分
成两个……上天啊，如果灵魂真的轮回，叫我下
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神
灵啊，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飞升起
来……”十几年前，在这个由“傻子”的视角展开
的灵动飘逸而极具张力的叙述——铺天盖地的
火色罂粟，殷红如血的太阳，神秘的旋风、鬼魂、
梦境，对世界的未来神秘的预感，带给人们新奇
而强烈的震撼。阿来的想象之翼把我们带到一
个陌生神奇的艺术世界。几乎同期，郭雪波的

“沙狐系列”和《大漠狼孩》，在一个特殊的世界
里，对和谐与自由的生命力进行了亦喜亦悲的
诗性描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
考：那草原上的沙狐，那弃人类而去的狼孩，那
个完整的生命世界，野性与自由，动物与人类，
人与大自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话。

在此，我们还想起上世纪 80 年代被简单
归入“寻根文学”的乌热尔图笔下那神秘而富
有诗意的鄂伦春原始森林，那七岔犄角的公
鹿，那琥珀色的篝火，那森林里的梦；想起扎
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西藏·系在皮绳扣
上的魂》中凝重的原始色彩和魔幻般的民族生
活图景给人异常猛烈的心理和文化的冲击；还
有张承志放纵想象，对黄河激情诗意描绘的

《北方的河》。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来
就不缺少原创性的文学想象力资源。《格萨尔
王》（阿来）、《大萨满》（郭雪波）、《黑焰》

（黑鹤） 等作家作品以及“大凉山彝族诗群”、
“西藏叙事”、“蒙古传奇”、“萨满文化”、“天
山母语部落”、少数民族“70 后”“80 后”等
区域性和群体性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持久的
生命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民族文学的想象力，来源于各民族悠久的
历史文化，来源于各民族丰富的文学传统，来源

于各民族对人类、自然的独特认知和多彩想象

想象力是一个民族最为独特的心理结构和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生命诉求和对人类观照
以及自身所有意志和愿望的本质表述、深层介
入。它藏匿于文学作品语言的缝隙，隐含于文学
作品结构的深处，流动于文学作品生命世界的
背后。是想象赋予了文学的生命，而生命的本质
就是对自由人性、自由人生、自由秩序、自由心
灵和自由话语权力的追求。想象力是文学最重
要的创造力。

少数民族文学的想象力，深深扎根在各民
族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事实证明，越是处于边
缘的民族，民族文化的始初形态保存得越完好，
原创性想象力资源受现代文明的侵蚀程度越
小，它为文学留下的空间也就越大。同时，边远
地区的民族文化对现有主流文明秩序对个体生
命自由意识束缚的感受最为直接和深刻。所以，
对现实社会的怀疑、批判意识也就更加鲜明和
突出，对自由的渴望也就更加强烈，由此催生出

来的想象力也就异常强劲和茁壮。此外，中国是
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学作为对人类、自然以及自
我认知和想象的独特思维方式，也因为不同民
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自不同的独特思维方
式，以及这种思维文学表达的个性化，形成了不
同民族文学艺术思维的多样性和原创性。著名
白族舞蹈演员杨丽萍在谈到自己的舞蹈表演时
曾说：“在我小时候妈妈就对我说过，你在跳舞
的时候，感觉到神握住了你的手，那你就对了。
我自己在跳舞的时候，甚至不认为舞台是一个
表演场所，或者底下有什么观众，我觉得我是在
进行一种我的仪式，我在我心里的那个场所起
舞，我在跟神对话，我会觉得我的胳膊会无限地
延伸，体验到一种在平时达不到的美妙感觉。”
显然，这种原创性的原始艺术思维和独特的想
象方式以及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不是杨丽萍个
人的，而是整个白族的。每一个民族对自然、生
命、艺术的不同思维形式和想象方式，以及原创
性想象力资源的独特性、多样性与稀缺性，由此
可见一斑。

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
精神是本民族文学的生命源泉，正是在这种源
泉的滋养下，一个又一个民族从经久不衰的史
诗、从瑰丽多彩的神话、传说、叙事诗、民歌、民
间歌舞中一路高歌而来。对民族文化中想象力
资源的开掘，给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在于，少数民
族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各民族文化中想象力资源的开掘，以及由单
一民族想象力资源到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想象力
资源的汇集、共享，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
力资源，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力水平和
审美层次。

发现和挖掘民族文化想象力资源，是世界
性的集体行动，也是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想象力
匮乏的出路之一。中国文学向中国各民族文化
的拓展，是中国文学新的希望

必须看到，想象力的匮乏是世界性的文学
的症候。后工业社会以降，西方主流文化区域的
审美主义便成为消费主义汪洋中的孤岛。曾经
带给我们激动和震颤的“象征的森林”《荒
原》（1922年）、给自由的意识插上神奇翅膀的

《尤利西斯》（1922年）、把神话模式与时空颠
倒错位以及象征杂糅在一起，传达人类心灵悸
动的 《喧哗与骚动》（1929年） 等所创造的西
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在经历“后现
代”的回光返照后，一去不复返。从现代主义
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想象力逐渐
退化、世俗欲望逐渐膨涨和不断满足的历史，
是审美主义让位于消费主义的历史。文学不再
是想象生长的土地和翱翔的天空，而是现实经
验和现象的复制工厂。

然而，世界文学的发展自有其内在平衡机
制。政治地理的边缘与中心、文化的洼地与高
原，文学的主流和支流，从来就是相对和依存
的。在西方主流国家，后工业消费主义时代文学
想象力逐渐萎缩的同时，在非洲、拉美、北欧这
些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中的民族文化沃土
上，文学想象力却长成参天大树。于是，西方开
始了寻找文学想象力资源新大陆的哥伦布式的

“文化航行”。于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充
满想象力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文学被发
现，并因此形成席卷世界的拉美风暴。没有古老
的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民族独特的神话思维，
就没有《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一个民族的
现代神话，是对世界主流文学日益缺乏的想象
力的有效补给，也是世界文学其实并不缺乏想
象力资源的有力证明。同样，被称为“完美的、充
满智慧的、富有奇妙想象力”的肯尼亚小说家瓦
伊纳伊纳的《发现家园》，2002年在英国荣获非
洲文学“凯恩奖”。作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的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则又一次印证
了当今世界主流文学想象力的匮乏和民族文化
中想象力资源的丰富。其实，早在1991年，南非
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七月的人民》就被盛赞
为“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
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
裨益”，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震动。诺贝尔颁奖
委员会在库切的授奖辞中说：“J.M.库切的小说
以精巧的构思、意味深长的对话和鲜明的解析
见长”，而小说对殖民地本土民族的生存和殖民

者本人生活的非自由和反人性的“没有办法，没
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的生命
状态的体验和思考之上的理想主义，无不呈现
出作者对自由的社会以及人的生命本质中对自
由的不懈追求的想象式建构。可以说，对处于政
治地理边缘状态的少数族裔文化中文学想象力
资源的重视和挖掘，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集体
行动。

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想象力资源
不仅持续地推进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而且
也日益为世人所重视，这也推动着中心与边缘
的换位和新的文学造山运动，中国文学的板块
开始了历史性的漂移。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原的《拉萨河
的女神》《岗底斯的诱惑》，以及被视为中国先锋
文学经典的《虚构》就是被青藏高原神秘的民族
文化激发出来的想象力的文学表达。而早至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和《吐鲁
番情歌》，显然受到了天山脚下维吾尔、哈萨克
等民族的文学智慧和浪漫风情的激发。当然，90
年代以前，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文学想象力资源，
大都因其神秘、异质而吸引了文化他者的猎奇
目光。只有在中国文学想象力开始萎缩，文学资
源开始枯竭的时候，其资源性才被发现并得到
普遍重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之所以
荣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固然是因为她“真挚澄
澈的心”和“温柔的抒情方式”（茅盾文学奖授奖
辞），也因为鄂温克族这个“三少民族”神秘而悠
远的萨满文化。这种古老、神秘的宗教文化，不
仅展示了北方民族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
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也凸显着北方民族关于
世界多重性的非凡想象力，萨满文化无疑是极
具北方民族文化、思维特质的想象力的精灵，也
是激发文化他者想象力的源泉。同样，《狼图腾》
虽争议颇多，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作品表
达了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和蒙古族精神密码破译
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与作者多年的蒙古草原
生活阅历分不开的，是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文化
和民族精神吸引了作者，并激发出作者的文学
想象力。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回族作家张承志
在《黑骏马》中对蒙古族文化和精神的想象式建
构。而张炜长达 450 万字的《你在高原》更有意
味，该书的命名显然来自于“高原”这一文化意
象对他的想象力的激发，书名本身的诱惑力，反
过来又激发了读者对“高原”的建构性想象。在
中国，高原，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高原（青藏
高原、云贵高原、蒙古高原）和政治地理学范畴
中的“边缘”，同时还是许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
诞生过伟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的“文化高
原”。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这样的“文化
高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文化高原”，既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也是中国文学的想象力的
重要源泉。

事实证明，正是各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历史
文化、民族精神、文学传统为中国文学提供的宝
贵资源，才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多风格的特征。令
人欣喜的是，现在，各民族丰富的原创性文化资
源，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持续发展的内生性
动力，而且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寻宝”者。
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或将成为历史，至少，连
绵起伏的“文化高原”，不仅为中国文学注入了
鲜活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也彰显出中国文学
真正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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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作家创作观念的变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观念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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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对比
较晚，现在有据可查的是 1949年 10月出版的

《人民文学》创刊号，茅盾先生撰写的《发刊
词》中将“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
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
相结合”作为《人民文学》的任务之一明确提
出来。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当时显然没有
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和广泛认同。“少数民族
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当时都还是
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真正确立，自然也就不
可能被广泛接受和运用。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老舍和茅
盾的报告中反复提及并时有论述，这一概念逐渐清晰，并最
终得以确立。

不管“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何时提出，自从有民族存在
就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在进行，哪怕是个体“自在”的
创作。远的不说，从1921年到现在，每一个时期的文学运动
和文学思潮都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活跃在其中，透过他们
的作品，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作家艰难跋涉的步履和蚕蛹化蝶
的痛苦蜕变过程。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经受
锻炼和考验，他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经历了从关注斗争
哲学到确立生物权利的巨大变迁。

专注于对国恨家仇的书写
从1921年到解放前夕，战争的硝烟遮蔽了少数民族作家

的身份意识，他们与汉族作家一起把目光聚焦在你死我活的
血腥战场，专注于对国恨家仇的抒写。1932年，满族作家李
辉英发表了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讲述的是“九·一八”后，东
北某省城女中学生受到日军侮辱的故事，告诉人们，在遭受
外敌入侵时，除了坚决反抗外，别无其他途径可以偷安苟
活。他的短篇小说《丰年》写的是松辽平原的农村，在大好的
丰收年景下，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无情践踏，勤劳朴实的农民
孙三猛醒，毅然让儿子们拿起武器参加义勇军，和日本强盗
进行殊死斗争。作家回忆说，当时他是“怀着不共戴天的仇
恨来执笔写抗日的作品的”。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1930年前后所写的《巨大的妥
协》等诗篇都是揭露旧社会贫富悬殊与黑暗统治的。满族作
家舒群发表于1936年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一个失
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中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
而奋斗反抗的故事。哈萨克族诗人唐加勒克在《狱中之秘》
一诗中写道：“我不再无所作为地昏昏沉睡/更不会对黎明将
至失去信念/我矢志战斗到最后一息/我誓做你敌人行列中
的一员。”这是诗人向敌人宣战的檄文，也是表明自己加入革
命行列的宣言书。

白族作家马子华出版于 1935 年的中篇小说《他的子民
们》写了一向不大为人注意的西南边陲，特别是写了那里“土
司”对“子民们”的压迫，完全是原始的、野蛮的、奴隶主式的
压迫，一种血腥的统治。主人公阿权原是种田的农民，一年
的劳动果实，一大半给土司，一少半被债主所剥削，留下的不
够全家半年的生活。他被迫卖掉耕牛，交还了土地，到后山
去打野物，但是收获的猎物遭到戴十字架的人们的抢劫，他
不得不找第三条活路——淘金砂。在这里他们仍然受到残
酷的压榨，忍无可忍的阿权和工友们造反了，阿权的斗争最
后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抗争和不甘当奴隶的精神却是一种昭

示：被压迫的奴隶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锁
链。茅盾称誉它是“描写边远地方的人生”的“一部佳作”。
马子华的散文小说集《滇南散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
影响的作品，它“填补了解放前没有反映边地生活的文艺作
品的空白”。作者怀着同情人民、为他们悲惨处境鸣不平的
愤慨心情，真实地描写了那个黑暗残酷的年代里云南边疆各
族人民灾难性的生活、不幸的命运，特色鲜明，情深感人，具
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创作于 1939 年前后的《海的召唤》
《南行草》等作品，充满爱国主义感情。朝鲜族作家金昌杰的
《暗夜》《武彬沟的传说》《受难小计》和《第二故乡》等作品，多
视角地描写了朝鲜族农民在日伪政权和封建地主压迫剥削
下的苦难生活和反抗精神。蒙古族作家仁钦好日乐的小说

《苦难中的挣扎》通过其达格其由小沙弥骗取到活佛宝座的
发迹过程和普度寺的兴衰史，抨击宗教与封建统治者相互勾
结，僧侣王公狼狈为奸欺压人民的罪行。纳西作家李寒谷的

《三月街》（1935年）中，主人公金松是一个几代人与地主、土
匪结下血海深仇的青年农民，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

由于作家们是带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文化背景去抒写国
恨家仇和表现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文学
创作中经常表现的是少数民族如何带着自身的局限投入战
争，又如何在战争的考验中开展自我克服和自我斗争，作家
们全心全意地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尽情讴歌年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与时代共鸣”的声音淹没了作家的民族

身份，战场的枪声还在作家们的耳边回响，一部分作家仍然
专注于给我们展示战争的历史画卷：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
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主要描写了察哈尔草原上小小的特
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但它揭示的却是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
的历史命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彝族作家李乔创作了长篇
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第一部《醒了的土地》描写的是
凉山彝族解放初期的生活与斗争；第二部《早来的春天》描写
的是凉山地区1956年的民主改革运动，展现了新的历史条件
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三部《呼啸的山风》描写
的是彝族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残部勾结反动奴
隶主发动的叛乱。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创作于1960年前后的
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曲折惊
险的反特斗争生活。更多的作家在尽情讴歌党、讴歌领袖、
讴歌新社会。蒙古族作家李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
反映土改后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对以宋老定为代表的自发
资本主义做了批评，指出只有互助合作才能使农村走上共同
富裕的道路。李凖的电影剧本《李双双》中心事件是写农村

如何发挥妇女劳动力，正确开展评工记分问题。农村“大跃
进”运动作为一场乌托邦运动已经失败，但它的乌托邦性也
包含了当时人们迫切想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的愿望，所以才
会生出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美好想象。《李双双》的创作风
格体现了那个时代所鼓励的浪漫主义精神，它歌颂的是普通
老百姓的美好人性，这也是这部影片在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动
的艺术力量。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在一时期写了《祖国之恋》、
《诗选》（维吾尔文）、《尼米希依提诗选》等许多歌颂祖国、歌
颂新生活的诗篇。他的诗深沉凝重，壮阔雄浑，运用古典格
律，自然流畅，是维吾尔族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承先
启后的诗人。

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短篇小说《锻炼》通过一个游
民麦提亚孜怎样由懒汉转变为出色的社员，表现了农村合作
化运动对维吾尔族农民的深刻影响。

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内
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
凭着对少数民族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
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魅
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

在作品中津津乐道于展示奇异的民族风情，古老、野蛮、狩
猎、杀戮等被作为吸引眼球的民族文化符号，被反复渲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反思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他们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有了新的理解，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回归自然”成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
会心态。这种回归要求决不是对中国古代老庄思想的简单
重复，也不是对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怀旧眷恋，它所
表达的是人类生存状况或生存意识的新转折。令人感到惊
奇而又欣慰的是，历来习惯于坚守民族文化传统，以不变应
万变，一贯对“新思想”和“新潮流”反应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
作家们，这次一反常态，对“回归自然”的反应非常敏捷，并且
非常到位。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岔犄角的公
鹿》故事围绕着“我”与公鹿的三次邂逅展开，反映了少年的
成长过程和人对鹿的依靠、敬仰和神化的崇拜等复杂感情。
公鹿的意志和品格唤醒了“我”的生命意识。公鹿是一种象
征，它代表了人类之外的一切生命存在。乌热尔图不仅为读
者讲述了一个鄂温克少年的传奇成长故事,更为我们展示了
一幅少数民族完成自我“重构”的文化想象图景，是鄂温克族
人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自然伦理观，寄寓着鄂
温克族的文化精髓。傈僳族作家杨泽文的《大山无虎》真诚

地呼唤人与包括老虎在内的一切动植物和谐相
处，同存共荣。作家笔下流露出的是崭新的自
然伦理观，人与自然不再是对抗关系，哪怕是面
对吃人的老虎，也不再是眈眈相向的敌视态度，
而是容忍与谅解。彝族作家李智红的《喊那口
老井为爹》从民间文化的图腾意识角度来表达
对自然的态度，人们喝着老井的水长大，于是就
敬重这一口“四季清泉喷涌的白沙水井”，也就
相信它有消灾免祸的魔力，于是祖祖辈辈有许
多人拜祭老井，喊它为爹。在这里，老井具有一

种浓郁的生命昭示与精神象征的意味，早就超越了作为一口
普通的井本身所具备的特征和含义。老井在人们的心目中
成了生命的源泉、信仰的载体，寄托了人们的夙愿，是一种源
远流长的生命期望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化身。

我们看到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正缓缓地流淌着一
种全新的审美观和自然伦理观，他们不再以刀耕火种、狩猎
杀戮为原始古朴美而加以称颂，也不再试图征服或改造自
然，而只希望永远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望者，他们主张人类能
够通过与自然平等对话，而真正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
和谐共处。

壮族作家黄杰英的《内蒙古随笔》准确地传达出了置身
于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灵感受：高远的蓝天、辽阔的草原、
嫩绿的青草、鲜艳的野花、透明纯净的湖水、膘肥体壮的牛
羊、自由翩飞的鸟群……最重要的是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
中，有热情好客的蒙古族牧民，他们纯净透明，不含任何杂质
的真挚感情，让所有的人不饮自醉，醉倒在草原上酣睡不
起。在这里，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真正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
界；回族作家左侧统的《最后的兔子》则把读者一起放进“火
炉”里反复烧烤，让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体会自然失调、久旱
不雨的痛苦感受，并引起大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注重和思
考。彝族作家李友华的《响水河的情调》、壮族作家黄青松的

《与沅水同行》、哈尼族作家艾吉的《幸福路上》、白族作家魏
向阳的《潇洒风城雨》、土家族作家余晓华的《想起国歌》、满
族作家赵丽虹的《那山那水那人》、满族作家宋占芳的《飞鹳
记》《寻芳不觉醉流霞》等等，或寄情山水，或勾勒自然，或通
过描绘风土人情来思考人类的生存方式，或面对现实抚今追
昔反复诘问自然灾害频仍的原因，总之，虽然作家的下笔方
式不同，着眼点却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每个作家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达着一个共同的
愿望：回归大自然。

文学是折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面忠实的镜子。在90年
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思想
和伦理观念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共存理念的演变轨迹，正好说
明了我们向和谐社会的艰难发展和升华演变。


